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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								李天纲、项宇


引言

对于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，一直有“温州模式”和“苏南模式”的比较和讨论。撇开两个发展模式的具体差别不论，温州在偏处一隅，人口、幅员、技术、市场等基础条件远远不如江南平原、水网发达地区的情况下，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市场化和现代化却都能强势崛起，甚至与“江南”相提并论，实在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，堪称奇迹。
当我们探究“温州模式”为何成功的时候，以及今天反省温州的整体发展还存在的问题时，往往众说纷纭，经济学家、政府官员、一般民众，以及国外人士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一般认为，温州人民勤劳、精明、奋斗、抱团，较早出国闯荡，又乐意在成功之后造福乡梓是当代温州崛起的原因。是的，这些原因或多或少地都是有现实依据的，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。但我们还是要说，这些原因都还是不完整的，甚至不是根本性的。我们还是要问：当年为什么是温州，是瑞安？而不是看似条件更好的望郡？其实，当代温州经济、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更加久远，更加关键的原因，那便是文化因素。这里讲所说的“文化因素”，包括了学校、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新式产业、外事交流、社会团体等等，在这些领域，温州（尤其瑞安）地区在120年前就在江浙区域一马当先，领先发展。瑞安地区早期的新式文教事业和近代事业，是当代“温州模式”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发祥基地。另外，如果想要对“温州学”进行研究探讨，这些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我们认为，温州地区的现代化，并非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，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，就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、教育、市政、产业事业肇端的。简单地讲，就是由孙衣言、孙锵鸣、孙诒让、宋恕、陈黻宸、项氏兄弟等倡导而来的。他们不但是瑞安，以及温州地区的文教大族，是大学士、学政、经学家、数学家、山长、教授，而且身先士卒地倡导和举办新式产业、现代商业和文明市政，使得瑞安的学校、工厂、公司、邮政、码头次第兴建，即使是在当时现代化事业中“开风气之先”的江浙地区，瑞安也是“敢为天下先”，而走在大部分州、府、县之前。
相比由“改革开放”开始的“现代化”，近代中国已经经历过一次相当强度的“现代化”，学术界称之为“早期现代化”。清末民初的“洋务运动”、“戊戌变法”、“辛亥革命”，历史学家将这些判定为失败了的“现代化”。然而，运动虽然失败，但其过程留给我们的遗产，并不是无用的。先贤们开辟的那些道路，那些做法，那些具体成果，都渗透到地方事业中，为后人所继承。比如，今天上海的上海中学，就是当年瑞安乡贤孙锵鸣执掌十年山门的龙门书院的薪尽火传；今天瑞安的瑞安中学，则是由孙氏、项氏开创的学计馆、方言馆的直系传承；上海的复旦大学，是由丹徒马相伯、瑞安项骧、无锡胡敦复、三原于右任、川沙黄炎培等师生，加上上海、宝山的地方士绅合力创办的，今天发展成为著名于世的重要大学。与“改开”以后的现代化相比较，清末民初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，堪称为“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”。
“第一次现代化”期间，中国有几个地区的“维新”运动突出，取得了一些成就。 “同光新政”以后，上海、南京、汉口、天津得风气之先，建立了众多的新式机构。通商、通都大邑之外，宁波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长沙、南通、无锡、安庆等口岸城市的近代文教事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。然而，瑞安所处的温州地区交通不便，没有租界，早期并不对外国人开放，也没有大量的外来知识分子聚集到本地。但是，瑞安的文化、教育、工业事业肇端很早，在本地造就了一批新式机构和人才的大量向外输出。瑞安的“新文化”、“新教育”，虽不像沪、宁、汉那样地处人文荟萃的中心城市，但本地培养的人才，并不亚于江苏、浙江的任何府城。当年的瑞安，只是个普通的县级城市，瑞安县所属的温州府，夹在福州和宁波两大对外通商口岸之间，相对闭塞。瑞安的外语教育（方言馆，1896）虽然晚于上海、宁波的教会学校，但在华人自主办学研习外语和科学方面，却早于杭州的方言学社（1901）和绍兴的中西学堂（1898）。总之，近代瑞安地区现代事业的强势崛起，并没有多少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因素，有的只是一大批矢志不渝，自强不息的先贤人物，他们筚路蓝缕地艰苦创业，打开眼界，增进知识，编织网络，这才有了“走出去”的第一代现代温州人。瑞安地区一百多年来的成就，靠的就是“人和”。
近代瑞安，像喷泉一样涌现出一批文教型的先贤人物。例如：著名经学家、维新教育家孙诒让（1848-1908）先生，今年是他的诞辰170周年，逝世110周年；新派文人，南社骨干洪炳文（1848-1918）先生，今年他诞辰170周年，逝世100周年；实业家、慈善家项湘藻（1858-1918）先生，今年是他诞辰160周年，逝世100周年；著名经学史家，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（1898-1981）先生，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；著名音乐家缪天瑞（1908-2009）先生，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。仅仅是可以纳入诞辰周年的温瑞籍知识先贤，就可以轻易列举如上。这些人物虽非政、商领域的风云人物，但他们在中国的科学、文化和教育领域都具有扎扎实实的专业影响和非凡贡献。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7]浙南地区的新派知识人数不胜数，他们结成了一个温州籍的学者网络，这一 “温学网络”完全可以和世界各地的“温商网络”相比较。民国时期，温籍学者网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的大、中学堂，在诸多领域大有“无温不成学”的态势。以数学专业为例，温州籍数学家为二十世纪中国大、中学校做出了突出贡献，以致于全国数学界公认温州地区为“数学家之乡”。例如，复旦大学校长、著名数学家苏步青（1902-2003）先生，复旦大学校长、著名数学家谷超豪（1826-2012）先生，都是温州籍，他们的学术渊源，也都始于瑞安学计馆的师教薪传。复旦有一个传说，1980年代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主任，一大半是复旦的毕业生。这些以温州、瑞安籍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有一些普遍的特点：1，他们都和上海在洋务运动后出现的新派知识界、文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比如“洋状元”项骧（1880-1944）到上海后，与张经甫、蔡元培、马相伯交往，学问大长，一生成就突出；2，他们大多是从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，古今中外的新旧知识，调谐会通，具有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的品质；3，温、瑞籍的新式知识人，常常可以联通到由清末经学家、朴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学计馆（1896），和由乡绅实业家项湘藻、项崧兄弟创办的瑞安方言馆（1896）。也就是说，温州风气之开，当初就是由几位瑞安先贤率先和奠定的。为此，我们可就瑞安学风或称“瑞安新学”形成的三个特点，分为段落，分别论述。


1， 瑞安学风与海派文化

同治、光绪年间，中国士大夫意识到“洋务”的重要性，讲求“新学”。当时看来，北京最具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，那里摄取了全中国的财富、权力，翰林院、国子监等最高学府都在北京。然而清朝的北京并不具“人和”，那里的官员、满贵和读书人都抵制“西学”。1862年，北京设立同文馆，满洲八旗子弟不好学习，几十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人才。南中国的澳门、广州十六世纪就与欧洲通商，以最早出产“通事”人才著名，具有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，独缺“天时”。在五口通商以后，上海迅速崛起。1853年，上海的进出口外贸总额超过了广州，洋行、银行、书局、报馆、学校、教会、学会等机构在外滩一字排开，远远超过了澳门、香港和广州。同治年间“太平天国”运动剧烈动荡，两广、两湖、江南都惨遭涂炭，上海却因为有租界制度的保护而一隅幸存。因此，就创设“新学”来讲，十九、二十世纪的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都转到了上海。这就是上海之所以能够取代北京的传统文化中心，超越广州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心，成为中国新文化、新思想、新生活和新教育策源地，即“海派文化”的起源。
温州府的瑞安县，地处偏僻，办学不易，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中，前两项都无法具备，只能依靠于“人和”的强大效应。对此节要，孙诒让在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叙》中坦陈：“瑞安偏小，介浙闽之间，僻处海滨，于天下形势不足为轻重。然储才兴学，以待国家之用，而出其绪余，以泽乡里，则凡践土食毛者，皆与有责焉，故不容以僻远而自废也。”与上海开埠以后聚集了江、浙、全国和海外的信息、资本、技术和人员相比，瑞安兴学全凭本乡本邑之力。以一邑之力，办时代之大事业，这等的决心决不是周围环境逼迫所致，而是几个士大夫“文教救国”、“振兴乡里”的自觉意识所致，以“人和”之“君子自强不息”，弥补了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所欠缺的因素，终于在温州地区发展起一个相当强大的新式教育事业，成为在东南沿海地区独树一帜的“新学”基地。
瑞安学计馆和方言馆，是地方办学的先驱。1860年代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举办同文馆、广方言馆的时候，其他城市并无兴办新学的举措。大多数的地方学校转型，无论是私塾、书院改为小学堂、中学堂，还是全新创办的中西、存古、方言、师范、法政、实业学堂，及各类新式书院、公学、学院等，都开始于1905年前后，是为了响应张百熙、荣禄、张之洞等人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（癸卯学制，1903）仓促举行的。“废科举”之后，各地要员急忙应付，这才形成1905年的全国办学高峰。然而，瑞安的情况很不同，据初步查证，学计馆和方言馆在1895年筹备创办，比全国各地士大夫设立的新学堂提前了近十年，是地方士绅们在“废科举”之前就已经采取的自觉行为。

1860年代，因为太平天国动乱和英法联军的攻占，清朝政府迫于内外压力，开始推行“维新”措施。挽救了清朝，主导着“同光中兴”的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，一方面敦促北京对外开放，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在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福州、山东、兰州兴办“洋务”企业，如轮船招商局、江南制造局、金陵制造局、福州船政局等。这样，便形成了由中央和地方两股力量推动的“洋务运动”。清朝中央的学校改造计划，基本上只是为了配合洋务活动的补充措施，并没有根本性的学理性考虑。时至1880年代，北京主导的同文馆、广方言馆办学计划并不成功。相反，由于上海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要津，洋务运动开展比较充分，一批新式学校在民间人士的推动下应运而生。例如：在上海租界开设的中西书院、格致书院，是华人士绅、地方大员和外国传教士、商人合作举办的新式书院；在上海老城开设的龙门书院、梅溪书院，是传统士绅举办的改良书院。
简而言之，清末的教育改革，有一种形式为北京朝廷的同文馆模式，最后完全失败；另有一种形式是上海民间的改良书院模式，在当时已经相当成功。瑞安的学计馆、方言馆，正是受到了当时上海租界内外办学模式的鼓舞，同时也联络和借鉴了龙门书院、梅溪书院的办学经验。这一点，无论是从学计馆、方言馆的办学宗旨、课程设置，还是从孙锵鸣、孙诒让与张经甫的个人关系，以及项氏家族与上海洋场的商业联系上都可以看出端倪。因此，与瑞安的“新学”事业相联系的，不是北京，而是上海；不是官场，而是民间。1896年，孙诒让的《瑞安新开学计馆叙》刊登在上海《时务报》上面，是响应上海变法运动的一项重要成就。近代以来，一大批瑞安籍学者如孙锵鸣、陈虬、宋恕、陈黻宸、项骧等人活跃在上海租界内外，“海派文化”与瑞安学者们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。
同光年间带动瑞安兴办“洋务运动”最为重要的人物，无疑就是孙衣言、孙锵鸣兄弟，他们就是在瑞安开“新学”风气的两位乡贤。孙锵鸣（1817-1901）为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进士，任侍读学士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充任会试同考官，李鸿章、沈葆桢两人均出于本科，故当曾、左、李、沈等人担当同光“洋务”大任的时候，他被誉为“天下翰林皆后辈，朝中将相两门生”的导师级人物。不仅如此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孙锵鸣回到家乡瑞安，编练团练，保境安民。同时，他在家乡和孙衣言一起，倡导实业。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起，孙锵鸣到上海担任龙门书院、求志书院山长，从此打通了瑞安与上海的联系。从他以后，不单是瑞安籍的文人士大夫如宋恕、陈黻宸、项骧等人到上海求学、教书、办报、建团体，而且有大量的瑞安籍士绅、商人、实业家到上海买机器，通商路，兴实业。瑞安的现代事业，与上海同步发展，与“海派文化”共命运，这在浙南地区各县份中是最为突出的景象。
瑞安的现代化事业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，那就是本籍的士绅、学者、商人、实业家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与一般的“四民”之间的盘剥和缠斗相反，瑞安的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能克艰克难，精诚合作，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。在瑞安多见的情况是：士大夫兼为商人、工业家兼为教育家，如此身份相兼的“人和”关系，使得商人也乐意襄助学术、文化和教育。比如：孙衣言一生为士绅，但他不耻言工艺、技术和贸易，有《夷务录》100卷；孙衣言、孙锵鸣的“诒”字辈子女，都从事创办实业的事业；孙诒让本人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，同时提倡“新学”，孙氏家族也在稍后兴办过多项实业。瑞安在1890年代已经开出这样的新风气，确实是有着一种“人和”因素在起作用，别的地方少有。


2， 乾嘉学派与现代学术

瑞安方言馆、学计馆以外语和科学教育为先导，以“西学”为号召，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方向之“东西合璧”和古今结合的重要范式。表面上看来，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，是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，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开始，这一点是确凿无误的。但是，这只是一个表象，并非当时主办者的全部想法。这体现在孙诒让等人举办方言、学计教育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主张引进“西学”，还主张恢复“古学”，即以天文、历算、推步、测量为代表的古代科学传统。为此，他们认为需要提倡的并非仅仅是“西学”，而是光复传统的“新学”。1862年，奕䜣的《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》，开始了广方言（外语）教学；1866年，总理衙门的《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疏》，开始算学教学。由于满洲保守势力的惰性，清朝外语、算学的普及在北京一无进展。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北京排斥西方文化、视洋人为仇寇的保守风气。而上海的“新学”事业则比较顺利，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，江、浙地区有一大批懂得传统“汉学”的儒生士大夫，如冯桂芬、王韬、李善兰、徐寿、华衡芳、马相伯、马建忠、孙锵鸣、陈黻宸、陈虬、宋恕、章太炎等人来到上海，他们懂得一些天文、历算知识，决心要把古代学术中的“格致”传统发扬光大。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主张，因此在行为和态度上也非常不同。上海和江、浙的民间学者主张“中西会通”、“古今并存”，并不认为“西学”会毁灭中国，而是认同传教士所说的“西学正所以救儒学”是一条可行的路线。
“汉学”、“经学”，即以汉代学者的考据学方法研究“五经”，亦称“乾嘉学派”。“经学”固然是关于儒家经典的旧学问，但是汉代和清代的“经学”，都有重视五经中的“格致”传统，把春秋《左传》、礼记《月令》、《算经》作为天文、历算、考工知识来探讨。更重要的是，清代的“经学”、“汉学”中已经融合了利玛窦、徐光启翻译的明末清初“西学”，一大批的江南经学家如顾炎武、梅文鼎、江永、钱大昕、戴震、阮元、李锐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欧洲天文学、数学、几何学、历法学，虽然他们不懂得外语，但是通过利徐《几何原本》、阮元《畴人传》等掌握了欧洲算学。清代“汉学”中的“西学”，虽然今天看起来都是些ABC，太基础，太原始，好像失去了意义，但是在当年全民族的读书人面对西方学问一片茫然的时候，有学者能够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内容，把“西学”翻译成确切的“中学”，把天文学对应成推步，把几何对应为勾股，把微积分对应为割圆术，无疑是启发、鼓舞中国学者的学习热情，提升其自信心的历史性行为。
“算学”，在清代是“经学”的一个门类，乾嘉学者们用它了研究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月令》和古代史籍。幸运的是，清末瑞安正好有一支“经学”特重算学，它是从嘉定钱大昕一系的“汉学”传授而来。“经学”特别注重传统，强调师承，瑞安的算学其来有自，传承有序，是乾嘉学派的一脉。瑞安当地的乾嘉算学，是从陈润之（菊潭，1816-1885）开始的。陈润之钻研清初徽州学者梅文鼎的历算学，受到了邻县平阳知县黎应南（见山，？-1837）的影响，黎应南则是清代最重要的数学家李锐（尚之，1769-1817）的学生，而李锐则是钱大昕的学生，许多上海“新学”学者如李善兰、华衡芳、张文虎等人的学术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李锐。林调梅（和叔）的算学师承陈润之，后被孙诒让等聘为瑞安算学馆总教习。从项傅霖（几山，1798-1858）到孙冶让一辈，孙诒让的数学知识，来自于陈润之、林调梅的传授，和清末滞留在上海租界历算学家李善兰等是同一渊源。这样的学术渊源使得瑞安的算学非常强劲，发展很快。按孙诒让的说法：“吾乡自宋元迄明，惟忠毅精通历算，而未有传书。道咸而后，几山项先生、菊潭陈先生始研治宣城梅氏之书，以通中西之要。迩来颖伟之士，又广涉代微积之学，以究其精眇，盖彬彬盛矣。设馆以教，俾后生小子，有所津逮，以启发其智慧，群萃以广其益，积久而通于神，则魁杰雄卓之材，或出于其间，尽人以胜天，而不以惰窳隳其志气，斯固贤士大夫之所乐也。至于中材谨士，志域凡近，理财习艺，以自殖其身家，则小试小效，固亦若操左契，斯又无俟于扬榷已！”孙氏的概括，点明了瑞安“新学”的活水源头，也开辟了瑞安“经学”的崭新天地。

算学之外，瑞安的经学考据学传统也流传到了上海和北京。当时，瑞安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经学大师孙诒让（1848-1908），他与俞樾、黄以周合称“清末三先生”，其学问在全国范围内都被推崇。
孙诒让的家族乃瑞安大族孙氏，父亲孙衣言（·1815-1894）是道光三十年（1849）进士，点为翰林，入直上书房。孙衣言掌学杭州紫阳书院，同期执掌苏州紫阳书院的是衣言的同年和同道——著名经学家俞樾。孙诒让本是同治六年举人，但后来因专研经学，绝意仕进而一心治学。其所著《周礼正义》、《墨子间诂》、《契文举例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均为引领一时学术的精心之作。在“同光之际”的环境下，孙诒让不但做到了“诗书传家”，还因为一生“经世致用”，将自己的学问用来培养家乡后人，追赶时代进步。1902年，孙诒让与章太炎一起，参与了蔡元培在上海主办的“中国教育会”，可见这一代经学家的学问已经汇入了上海民间学者的新学术潮流。
瑞安“新学”进入上海之后，复旦大学周予同（1898-1981）先生开创的经学史研究，是中国现代学者中间最能继承瑞安孙诒让经学的。周予同的“经学史”是自己独创的，与“经学”并不相同，但是“经学史”的基本知识还是“经”，周先生在课堂上经常提到孙诒让的经学成就。周先生幼年就读于孙氏蒙学堂，1912年进入瑞安中学的时候，孙诒让已经故世了。他的经学知识是在北京师范学堂跟随钱玄同学习的，钱玄同的经学导师是章太炎，章太炎的老师是俞樾，俞樾的老师是陈奂，陈奂师从段玉裁，段玉裁又曾师从清代经学大师戴震（1724-1777）。于是，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既继承了瑞安孙诒让的经学，又吸收了钱玄同、章太炎、俞樾、陈奂、段玉裁一脉的江南传统经学，更吸收了现代西方文、史、哲各门类新学，开拓出融会古今的现代经学史研究。
瑞安的经学（包括算学），有两条线索通往复旦大学——一条是主流经学的路线，即周予同的治学，其将孙诒让、章太炎坚持的古文经学，与皮锡瑞等人整理的今文经学真正融合起来，成为现代经学史，是复旦历史系影响重大的重要专业；另一条是经学中的数学路线，通过孙诒让的学计馆，温籍的苏步青、谷超豪等师承发展成为现代数学，并融入复旦大学数学系。这两条路线最初都是从乾嘉学派中延伸出来的，虽然现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。而今天的“经学”与“经学史”，与“数学”已然是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，但“饮水思源”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肇端。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胡适之等人高度评价“清学”，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渊源之一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而熊十力、冯友兰、牟宗三等人贬低乾嘉学派，认为清代经学、考据学对现代学术无所贡献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
瑞安“新学”进入复旦大学，其实还有第三条路线，就是在创办震旦学院、复旦公学时期，马相伯的主要助手项骧，参与制定了《震旦学院章程》（1903）并主持院务，这对后来的《复旦公学章程》（1905）也有一定的影响。在这两部现代大学的“大宪章”中，项骧协助马相伯设计和落实了外语、哲学两个专业的课程，提出一些学习外国语文和欧洲哲学的方法，这是一条更加迫切的“西学”路线。为此，项骧把瑞安方言馆的实践和心得带到了上海，交给了震旦，以及复旦。

项骧（1879-1944）是瑞安方言馆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毕业生，他于1898年从瑞安来到上海，经由孙衣言、孙锵鸣在上海的门生、故旧的关系，得到地方士绅张经甫的照顾，进入梅溪书院读书，并于1901年考入蔡元培主持的南洋公学特班学习。1903年，项骧作为南洋公学退学生和马相伯所教的拉丁文“二十四子”之一，受大家推举参与筹建震旦学院，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。鉴于京师同文馆迟迟不能在中国承担西学著作翻译，早期的震旦、复旦试图在民间举办“译学馆”，为国家、民族分忧，翻译“西学”。有一个特点非常重要，当时中国人学习外语有两种不同目的，一种是买办英语、商业英语，一般人学习英语，只是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，是出于商业牟利，上海洋场上多得是这样的“洋泾浜”英语；另一种是少数精英人士主张的，学习外语是为了了解和翻译西方的公法、历史、哲学和神学为导向。按照马相伯、马建忠的建议，为了翻译“西学”学习的外语，主要是法文、拉丁文，还不是英文，是西方语言的根本文字。马相伯、项骧等人在震旦、复旦实践外语教学，是精神和哲思层面上的精英外语、学术外语。
上海开埠以后固然是英语、法语流行，民间人士学习外语比北京热烈。但大多数外语人才都加入了买办行列，不愿用外语从事哲学翻译和学习西学先进之用。项骧《申报》1906年有文章《论中国教育之弊》批评新学堂只顾牟利，不注重教育宗旨，“英文、算学二门，无论何校之学生均视为重要之科，以他日出为教员，此二科可以获多金也。若夫中国之学术，则弃若弁髦，非真知其不足致用也，以其不便于获利耳。”（《东方杂志》，1906年，第13期，收入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普通教育》，上海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401页）1902年由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特班，目的在于培养第一批“西学”翻译人才。特班学生除项骧之外，外语基础都很差，蔡元培特地选了二十四位有兴趣，有潜力的学生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。“二十四子”中间，只有项骧在瑞安方言馆已经学习了英语，因此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，马相伯委派其代为筹建震旦学院。据查证，1903年的《震旦学院章程》是在马相伯指导下，由项骧参与完稿。震旦的这份章程非常强调外语（拉丁文、法文、英文）教学，同时用阅读西方哲学的方式，边学习，边翻译。虽然1905年复旦公学筹建时项骧已经出国留学，但《复旦公学章程》延续了震旦章程。马相伯、项骧、于右任、胡敦复等人合作奠定了“注重科学，爱好文艺，不谈教理”的传统。因此，复旦的传统中间接也有瑞安项骧的重要贡献。


三，知识精英与乡绅社会，

清代末年，民国初年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，即在中央王朝制度崩溃之际，地方士绅出面承担了更多和更重要的社会责任。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，地方士绅在乡间承担修桥铺路、赡养鳏寡孤独等公益慈善责任，历来是得到鼓励和赞美的。清末民初发生的变化是，在中央权力瓦解的时候，地方士绅不但从事地方公益，而且还在新的社会理念感召下，为更大的共同体，如一县、一郡、一省，乃至整个“中华”社会承担责任。清末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百废待兴，洋务运动中新式事业需要创建，这些给了地方士绅一个极大的空间，不但可以为本地社会服务，而且还可以为国家事业出力，这样就大大地扩展了士大夫们的乡土情怀，把自己的责任感延展到了社会与国家。不同于原来捐助一桥一路，私塾书院，只是为了造福乡梓，孙诒让、项氏兄弟在瑞安举办学计馆、方言馆，并不是传统的乡土慈善，而是为民谋划，为国分忧的“天下”情怀。马相伯、马建忠、项骧等人举办学校，从“格致”、“数学”、“学计”和“广方言”开始，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为了谋生，而是为了倡导“新学”，启迪民智并长期地造福广大人群，这种“人和”精神和传统的体现，可在项氏家族勇于在瑞安中学的存废之争中“续歌”护校之举中可见一斑。
为了方便讨论，我们作一下名词上的区分。我们把那些具有财力、权力和势力的地方大族人士称为“乡绅”，而只是把那些努力提倡或亲自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士成为“乡贤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1860年代江南地区遭受“太平天国”毁坏，人民重建和复兴家园的过程中，各地都出现了一大批“乡贤”人物，他们用自己的财富、权力和知识，创办新式事业，造福一方百姓。这些“乡贤”人物，有南通张謇，丹阳马相伯，川沙黄炎培、上海穆藕初，在瑞安就是以孙诒让、项氏兄弟为代表者等。
瑞安的氏族力量历来强大。宋恕《洪楝园寿诗序》说：“衡自幼习闻先君及邑父老谈瑞门第，必曰孙、黄、洪、项。”孙氏、项氏是瑞安的传统大族。按孙锵鸣《项宜人七十寿序》的说法：“吾邑南堤项氏，世为城中望族，南宋时第进士者十有八人。自是清德相继，历七百余年不衰。”。瑞安的四姓大族，耕读传家，研习举业，原来都是儒家传统的升官发财之路。然而，孙诒让，项氏兄弟举办的学计馆、方言馆是另外开辟的新路，是儒家仕途之外的。这个事业和读书做官，心向魏阙的路线不同，它是服务社会，开导民生的新派路线。
学计馆、方言馆以及合并之后的“瑞安中学”所兴起的“瑞安新学”，不仅为瑞安当地造就了一大批人才，使得温州荣膺 “数学之乡”、和“人才大县（市）”的美名，更在温州地区人才留学国外，遍布全国，聚在上海，进入复旦，贡献文教等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，远远优越于古时科举择贤制度的畛域限制。由于“学计”、“方言”，以及科学、技术、思想、文化等现代知识、理念、精神在一个江南偏僻县份的普及，为整个温州地区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一个“链接外界，走向世界”的有用网络。早在一百多年前，上海就是温州走向全国和世界的一个网络。不但使数以万计的温州籍劳工从上海登船到欧洲，而且使大量的温籍学子通过上海的各类文化机构到全国任职，到世界留学。总之，瑞安学计馆、方言馆开创的“新学”传统，确确实实为温州地区，乃至全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一点应该永远铭记，深入研究。

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，我们以为1980年代出现的“温州模式”并不是偶然的，当瑞安和温州经济强劲发展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，无缘无故的。温州人在从事现代化方面是有底蕴的，一点不落后的。外人既不能抹杀，自己更不必菲薄。瑞安和温州的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此前有了近一百年的铺垫。温州的现代化是内部生发的，不是外来牵动的；温州的现代经济是有文化、教育做基础的，不是草根民众或是鲁莽、或是碰巧搞出来的。在当今温州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我们不必要对“温州模式”失去信心。相反，回顾一百多年来瑞安先贤如孙衣言、孙锵鸣、陈黻宸、宋恕、项氏兄弟等人的功业，我们应该有更强的信心走出目前暂时的困境，这种信心就是：“经济要用学术做指引，文化要以教育做底蕴”；以瑞安先贤为激励，以瑞安新学为鼓舞，继续发扬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瑞安精神。在仍然是“偏于一隅”地方属地，尽可能地抓住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的一切有利机会，并更要像当年的先贤筚路蓝缕创办学计馆、方言馆、航运电力等实业公司那样，自强不息，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各阶层、各街坊、各家族之间联为一体，称惟以“人和”而取胜。如此的“温州模式”便不会衰落，且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南中国立于不败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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